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及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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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提升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鉴于此，在考虑科研机构基础科研特点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2009-2017年我国31个省市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现状进行评价，并进一步以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结合系统GMM模型，从全国和分地区两个维度研究了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创新、外商投资环境对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效率总体偏低，并从东到西呈现递减趋势，就全国和分地区看，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具有累积效应，并且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创新和外商投资环境的变化都会对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产生不同的相关影响，且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为提升我国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效率，需采取完善科研机构创新资源投入方式、优化创新人力资本结构和扩大科研机构学术交流对外开放程度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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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基础科研是为了探寻可观察现象和事物背后的基本规律而进行的实验的或理论的科学研究，是人类获取新知识的重要途经，具有周期性长，无特殊专有使用为目的等特征。在我国，基础科研主要由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2017年我国政府对科研机构的R&D投入占政府R&D投入的比重达到58.1%，超过对高校（23.1%）和企业（11.8%）的投入。2017年，我国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投入人员和经费内部支出分别占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人员和经费内部支出的29.1%和39.4%，仅次于高校的占比，投入状况反映了科研机构在我国基础科研发展中所处的主体地位，据美国NSF2018年的研究报告，中国在2016年已成为全球科技论文数量发表最多的国家[1]，可即便如此，我国科研机构在重大基础科研成果的产出方面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德国马普学会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数量要比德国本土的大学还多，截至2011年底为止，数量已达32位， [2]，而国际上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拉斯科医学奖、菲尔兹数学奖等与基础研究有关的世界级奖项上，却仍鲜有中国科研机构的身影。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距？美国的国家智库在201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近年虽然不断增加各创新要素的大量投入，但中国的创新效率却不高，突出表现为中国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不高[3]。由此发现，差距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不高所致。因而，在此背景下，对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现状进行评价，并对影响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对提高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具有紧要的现实意义。
科技评价对于科技管理工作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了对科研机构的科技评价工作。一是建立科技评价机构，比如德国的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4]和韩国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5]都具备对科研机构进行科技评价的职能。二是制定科技评价政策，比如日本的《科学技术基本法》[6]和中国的《科技评估暂行管理办法》[7]，都明确了不同研究主体的科技评价规范。三是开展相应的科技评价活动，比如自1997年以来，英国政府每三年会对接受政府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机构进行一次综合开支审查[8]。对于基础科研评价而言，评价的实质是评价基础科研中产生的新知识价值[9]，而评价的关键是评价的投入和产出比重是否符合人们之前的期望[10] 。
目前，学术界对是否应该评价基础科研还存有争议的。反对者认为：基础科研具有很强的探索性，评价基础科研可能导致科学家只关注出成果快的短期研究，而评价指标体系只考虑可观察到的产出和影响，难以全面反映、甚至会低估基础研究的价值。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鉴于此，本文认为科研机构作为我国基础科研的重要主体，其基础科研水平不仅代表了我国自主创新水平，还关乎到我国创新发展的未来。因此，有必要针对当前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现状进行评价， 对影响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从中发现和掌握科研机构基础科研效率提升的发展规律，力争为缩小我国与国际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发展差距，提升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后面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通过文献回顾分析目前与本文相关研究的发展现状；第三节运用超效率-DEA的方法测算2009-2017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数据，并对当前我国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现状进行分析；第四节基于第三节测算的基础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数据，通过理论考察，运用系统GMM模型，对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进行影响影响因素分析；第五节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并对提升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
1文献回顾

目前，与本文相关的直接研究较少，其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关于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研究和科研机构创新效率评价研究两个方面。首先，关于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研究，近年来，开始逐渐被国内外学者重视，但数量有限，缺乏以科研机构作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科研评价效率方面的研究。从国外看，学者们着重于基础科研效率的测算方法方面的研究，Irvine和Martin（2017）提出用出版物和引文来做基础研究人员的效率比较[11]。Harvey A. Averch（1987）利用NSF的行为和神经科学数据测算基础研究投入的成本效率[12]。从国内看，学者关于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评价研究很少，且着重于对全国和省域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Wei等人（2006）采用统计回归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了1991-2000年中国基础研究投资的相对效率[13]；吴杨和蔡青（2018）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十五”到“十二五”期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基础研究创新效率进行差异性评估[14]；何郁冰，伍静（2019）实证研究了中国省域基础研究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15]。
其次，关于科研机构的科研创新评价研究，根据目前研究现状看，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对科研机构的创新评价研究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效率评价研究两个方面，但专门针对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方面的评价研究还处于空白。首先，国外学者侧重从不同角度对科研机构进行创新评价研究，比如Osamu等人（2008）对日本公共研究机构的研发战略的评价[16]；Mario（2003）对意大利公共R&D实验室R&D绩效的评价[17]；Selcuk（1999）研究了外部专家小组对国际农业研究协商小组（CGIAR）支持的国际研究中心的评价制度和技术[18]。Fiorenzo等人(2013)分析了用于评价科研机构的成功指数[19]。其次，国内外学者对于科研机构的科研创新效率评价研究较为丰富，并呈现多样性：（1）研究对象多样，比如雷彦斌和李徽（2018）以中央级转制科研机构为对象[20]，屈娟娟等（2010）以广东省技术类的研发机构为对象[21]，Cullmann和Zloczysti (2014)以26个OECD的成员国和2个非成员国的科研机构为对象 [22]，分别对其展开评价研究；（2）评价内容多样，比如白俊红（2013）评价了科研机构的知识生产效率[23]，韩东临等（2013）评价了高技术服务业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效率[24]；Heinrich & Benno(1995)将每篇论文的引文作为作为研究效率的指标，评价了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活跃的13个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效率[25]。（3）研究方法多样，比如李兆琼等（2010）运用的DEA效率评价方法[26]，魏晓雪和马晓君（2016）运用的DEA交叉评价模型法[27]，Seonghee和Hakyeon(2015)敏锐地察觉到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在许多国家的国家研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利用研究机构的研发项目的效率来评估其绩效[28]。
综上，目前学界关于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研究还处于空白，为补齐现有研究的空缺，在结合目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内地31个省市的科研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及提升的实证研究：首先，通过构建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效率评估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DEA方法对2009-2017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评价分析；其次，通过理论考察，运用系统GMM模型，对影响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效率的影响因素，开展动态面板影响因素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结果得出主要结论，为提升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2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

2.1评价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评价指标选取

目前，我国正强调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绩效和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科研机构的效率评价也亦如此。鉴于此，结合已有相关研究[29-33]，依据可行性和科学性等原则对指标进行筛选，本文选取了能反映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2个创新投入指标和4个创新产出的指标，其中，投入指标包括各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科研经费内部支出（万元）和科研机构基础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人年）。产出指标包括科研机构的发明专利申请数（件）、科技论文发表数（篇）、科技著作出版数（种），以及国家或行业标准数（项）。
（2）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EPS数据平台，为弥补原始数据空缺，对相关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进行补全，为减小异方根的影响，保持检验结果的稳定，对所有数据都进行了统一的筛选、统计和归一化处理，最终本文通过搜集整理得到从2009—2017 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科研机构的面板数据。

2.2评价方法

超效率-DEA 由数据包络分析（DEA）演变而来。Charnes等学者（1978）最早提出了传统DEA方法[34]，但由于他们所提出的方法无法区分效率等于1的决策单元间的效率高低，直到Andersen和Petersen两位学者在1993年提出了一种基于规模报酬不变（CRS）的超效率DEA方法，才解决了这个问题[35]。其基本思路是：在评价有效的DMUk时，将其排除在所有样本DMU的集合之外，而新的生产前沿由剩下的样本DMU集合的线性组合构成，此时，计算出来的DMUk效率值可能大于1，将容易区分决策单元有效时的差别，方便比较，其中，以投入为导向的数学公式如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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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价结果

因为传统的DEA模型不能区别效率值为1的决策单元之间差异，所以为了方便比较和排序各省市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效率高低的情况（其中包括效率值为1的决策单元之间的差异），本文选取投入导向型的超效率DEA模型对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效率进行研究，并运用DEA-SOLVER Pro 5.0软件，对中国31个省市从2010-2017年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排名，结果如表1。

表1 2009-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超效率DEA评价结果
	地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北京
	1.776 
	0.991 
	1.100 
	1.000 
	1.113 
	1.179 
	1.000 
	1.000 
	1.000 

	天津
	0.417 
	1.599 
	1.131 
	0.498 
	0.326 
	0.706 
	0.737 
	0.772 
	0.341 

	河北
	0.267 
	0.102 
	0.079 
	0.081 
	0.112 
	0.218 
	0.244 
	0.549 
	0.370 

	山西
	0.575 
	0.704 
	0.418 
	0.207 
	0.292 
	0.315 
	0.217 
	0.274 
	0.303 

	内蒙古
	0.215 
	0.268 
	0.316 
	0.177 
	0.217 
	0.604 
	0.258 
	0.380 
	0.388 

	辽宁
	0.475 
	0.349 
	0.450 
	0.542 
	0.685 
	0.780 
	0.470 
	0.670 
	0.716 

	吉林
	0.628 
	0.455 
	0.798 
	0.732 
	0.915 
	0.519 
	0.470 
	0.312 
	0.292 

	黑龙江
	0.191 
	0.114 
	0.089 
	0.088 
	0.121 
	0.101 
	0.095 
	0.310 
	0.229 

	上海
	0.449 
	0.471 
	0.475 
	0.511 
	0.652 
	0.513 
	0.580 
	0.631 
	0.656 

	江苏
	1.398 
	1.282 
	1.124 
	1.555 
	1.008 
	1.233 
	1.116 
	0.899 
	0.704 

	浙江
	0.534 
	0.385 
	1.451 
	0.804 
	0.860 
	0.890 
	0.753 
	0.763 
	1.085 

	安徽
	1.297 
	0.076 
	0.128 
	0.181 
	0.206 
	0.288 
	0.266 
	0.265 
	0.283 

	福建
	0.455 
	0.175 
	0.156 
	0.170 
	0.144 
	0.126 
	0.149 
	0.145 
	0.213 

	江西
	0.730 
	0.665 
	0.721 
	0.691 
	0.308 
	0.645 
	0.337 
	0.487 
	0.254 

	山东
	0.505 
	0.741 
	0.366 
	0.437 
	0.473 
	0.476 
	0.544 
	0.385 
	0.455 

	河南
	1.299 
	1.237 
	1.990 
	2.004 
	0.555 
	0.715 
	1.421 
	0.866 
	1.271 

	湖北
	0.410 
	0.283 
	0.262 
	0.239 
	0.234 
	0.408 
	0.458 
	0.377 
	0.457 

	湖南
	0.177 
	0.217 
	0.402 
	0.413 
	0.229 
	0.226 
	0.363 
	0.425 
	0.237 

	广东
	0.364 
	0.409 
	0.284 
	0.343 
	0.656 
	0.491 
	1.088 
	0.553 
	0.698 

	广西
	0.537 
	0.257 
	0.195 
	0.164 
	0.197 
	0.149 
	0.143 
	0.201 
	0.151 

	海南
	0.317 
	0.365 
	0.136 
	0.126 
	0.393 
	0.593 
	0.632 
	0.163 
	0.070 

	重庆
	0.098 
	0.164 
	0.062 
	0.108 
	0.193 
	0.189 
	0.160 
	0.122 
	0.088 

	四川
	0.334 
	0.422 
	0.282 
	0.322 
	0.232 
	0.318 
	0.650 
	0.455 
	0.721 

	贵州
	0.141 
	0.105 
	0.087 
	0.076 
	0.069 
	0.083 
	0.061 
	0.091 
	0.075 

	云南
	0.086 
	0.062 
	0.127 
	0.200 
	0.059 
	0.075 
	0.166 
	0.096 
	0.174 

	西藏
	0.661 
	0.695 
	0.858 
	2.705 
	0.873 
	0.647 
	0.190 
	0.235 
	0.201 

	陕西
	0.274 
	0.951 
	0.634 
	0.656 
	1.029 
	1.052 
	1.088 
	1.016 
	1.522 

	甘肃
	0.068 
	0.261 
	0.108 
	0.085 
	0.056 
	0.062 
	0.068 
	0.211 
	0.144 

	青海
	0.278 
	0.200 
	0.176 
	0.223 
	0.157 
	0.251 
	0.312 
	0.328 
	0.254 

	宁夏
	1.339 
	1.728 
	0.743 
	1.067 
	0.554 
	0.727 
	0.637 
	0.430 
	0.503 

	新疆
	0.274 
	0.174 
	0.553 
	0.216 
	0.339 
	0.375 
	0.410 
	0.280 
	0.164 

	均值
	0.534 
	0.513 
	0.506 
	0.536 
	0.428 
	0.482 
	0.487 
	0.442 
	0.452 


根据表1，从2009-2017年，我国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不充分、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不充分体现在全国科研机构效率总体偏低，总体效率值维持在0.42-0.54左右之间波动，不平衡体现在各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效率差距较大，各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发展趋势呈现从东到西依次递减趋势，而西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发展不充分问题较为凸显，其效率值0.376，严重低于全国水平0.487，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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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现状
3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节分析，我们掌握了2009-2017年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揭示出影响或制约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所在，本节拟将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测算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对相关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和选取，利用系统GMM模型，对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开展动态面板影响因素分析。
3.1影响变量选取与说明

目前关于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方面的直接文献并不多，基于已有研究和基础科研的特征本文的影响变量选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人力资本水平（peo），一般而言，从事基础科研的科研人员往往需要具备创新性，吴淑娥等（2013）学者认为，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特点是知识模块逻辑性较高，模块之间的关联较少，知识系统的惰性较低，是人力资本而非普通员工[36]。根据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特点，本文选取科研机构中具有硕、博士学历的科研人员占总科研人员比重的指标来表示。

（2）经济发展水平（gdp）,唐先明（2010）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视角，指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对基础研究的创新活力具有明显影响作用。在此，本文采用地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反映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37]。
（3）对外开放程度（ope）,李燕和李应博（2014）发现对外开放水平的增加能够促使创新主体间国际交流合作对基础科研产生显著影响[38]。借鉴文献[39]，本文选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亿元）占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4）产业创新水平（ind），周娟和张玉（2014）认为产业创新源于基础研究，从国家产业创新体系效率来看，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不仅能够促进产业创新水平的提升，还能有助于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进步[40]。本文选用地方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增加值与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表示产业创新水平。

（5）外商投资环境（fdi），龚新蜀和李永翠（2019）认为，外商的直接投资的进入速度和规模存量容易对地区的创新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影响效果呈现地域差异[41]。因此，借鉴已有研究[42]，本文利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来表征外商投资环境。

根据第二节的测算结果和样本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eff
	0.18
	0.15
	0.021
	1
	279

	peo
	0.625
	0.163
	0.226
	1
	279

	gdp
	0.367
	0.177
	0.074
	1
	279

	ope
	0.107
	0.186
	0.002
	1
	279

	ind
	0.357
	0.237
	0.022
	1
	279

	fdi
	0.259
	0.183
	0.002
	1
	279


3.2模型构建 

考虑到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滞后期对当期的影响，为深入揭示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与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关系，借鉴已有研究，本文纳入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滞后一期为解释变量，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式（2）所示。在式（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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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t年第i个省市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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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各影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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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残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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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个体效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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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模型进行OLS估计检验，可能会由于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和其各影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造成估计系数的非一致和有偏性，为消解这一问题对模型估计结果所产生的影响，Arellano & Bover( 1995)等学者提出的广义矩估计（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系统GMM）方法可有效解决这个问题[43]。具体操作包括：第一，对式（2）采取一阶差分的形式，消除模型的个体效应项，得到式（3），第二，在消除模型个体效应项后，进一步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模型中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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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文选取系统GMM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另外，为确保模型检验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分别运用 Sargan和Arellano-Bond test for AR（2）检验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模型残差项无序列相关，如果Sargan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所有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如果AR（2）检验不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残差项无序列相关,模型的检验结果是可靠的。因此，本文的标准模型可设定为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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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ff代表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peo表征人力资本，gdp表征经济发展水平，ope表征对外开放程度，ind表征产业创新水平，fdi表征外商投资环境，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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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表征个体效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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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表征残差项。 
3.3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标准模型设定，在模型回归之前，需要说明：（1）因为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所以在对数据进行回归之前都首先通过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为所有指标不存在单位根过程。（2）系统 GMM 方法分为one-step GMM法和two-step GMM法，综合考虑two-step GMM法比one-step GMM法，更能有效消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two-step GMM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检验。
（1）全国维度
根据前文设定的标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式（4），为尽量清晰显示控制变量的引入过程及其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采用逐步添加影响变量的方式，分别建立模型1-5，通过stata 14软件计算得到如表3所示的全国维度检验结果。根据表3，从整体检验结果看，所有模型均通过了Arelleno-Bond检验和Sargan检验，说明所有模型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且模型中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均有效，另外，由于模型内各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的显著性基本一致，除了说明系统GMM模型检验的结果是一致且有效的之外，还说明了模型的检验结果具有可靠的稳健性。下面以模型5的检验结果为例进行分析：

从被解释变量检验结果看，effit-1的估计系数为0.238，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增长具有累积效应。

从人力资本看，peo的估计系数为0.399，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升高会对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正相关影响，根据已有研究不难发现，这一结果的形成符合预期，因为在我国科研机构中从事基础科研的主体主要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创新效应[44]，所以这就容易对基础科研的供给产生影响，杨立岩,潘慧通已通过证实了决定基础科学知识长远增长率的最终变量还是人力资本存量[45]。此外，人力资本存量的地区差异也是造成各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差异的现实原因，东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人力资源供给保障，是要远高于中西部的，以高层次人才为例，2017年东、中、西部地区科研机构内具有硕士和博士学历的研发人员的人均比例为14：5：4。

从经济发展看，gdp的估计系数为0.197，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对地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增加起正相关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将会提高0.197%，这是因为基础科研具有投入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国家要想支持基础科研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去保障基础科研的财力投入，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恰恰能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提供充分的财力供给。

从对外开放看，ope的估计系数为0.594，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地方的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对地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正相关影响，这是由于基础科研具有周期性长、技术难度高等特点，其技术难点往往是世界性难题，需要全球的智慧去共同攻克，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不仅能帮助中国的科研机构及时掌握世界最前沿的研究现状，还能促进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知识及时获取和共享，从而帮助科研机构加快创新成果的形成。

从产业创新看，ind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产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会对地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提高起到负相关影响，这是由于产业链低端锁定效应所致[46]，近年来，受我国创新发展的不断深入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不断加快的影响，社会中的创新资源不断集中于产业的创新发展，虽然产业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并取得明显成就，可受产业创新水平还处于中低端，核心技术缺乏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中优质的创新资源主要集中于产业创新发展的中下游创新阶段，这便容易对社会中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资源供给产生挤压作用。

从外商投资环境看，fdi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外商投资环境会对地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升高起到负相关影响，这一结果形成的主要原因与近些年我国本土科研机构与国外科研机构的科技水平差距逐渐缩小有关。近些年随着我国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步，我国本土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实力、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效率不断提升，且与外资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以致外来资本对本土区域创新效率的边际提升影响逐渐趋于减弱，根据2019自然指数年度榜单，中国科学院的世界排名已升至第一位，反映出本土科研机构的创新实力与国外相比，其差距正在减小。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容易造成市场缩减，易促使本土科研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一些高风险、低质量的外来资本的引入甚至还会对区域创新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间接造成外商投资环境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升高起抑制作用。

表3 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的全国系统GMM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effit-1
	0.245***
	0.262***
	0.234***
	0.247***
	0.238***

	
	（26.03）
	（33.24）
	（20.25）
	（45.47）
	（45.77）

	peo
	0.14***
	0.213***
	0.337***
	0.38***
	0.399***

	
	(6.16)
	(6.45)
	(11.06)
	（10.79）
	（10.69）

	gdp
	
	0.117**
	0.134***
	0.206***
	0.197***

	
	
	(3.47)
	(13.17)
	(10.37)
	(8.92)

	ope
	
	
	0.343***
	0.567***
	0.594***

	
	
	
	（13.17）
	（17.75）
	(16.44)

	ind
	
	
	
	-0.278***
	-0.281***

	
	
	
	
	（-20.99）
	（-19.12）

	fdi
	
	
	
	
	-0.046***

	
	
	
	
	
	（-7.53）

	常数项
	0.205***
	0.208***
	0.259***
	0.25***
	0.274***

	
	(10.86)
	(12.29)
	(18.79)
	(17.23)
	(18.04)

	AR（1）检验值P
	0.026
	0.029
	0.024
	0.025
	0.024

	AR（2）检验值P
	0.786
	0.761
	0.797
	0.851
	0.913

	Sargan
	0.652
	0.622
	0.271
	0.502
	0.437

	样本数N
	279
	279
	279
	279
	279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以内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z统计量所对应的值，AR( 1) 、AR( 2) 、Sargan 给出的是各统计量所对应的P值，根据结果可以发现，所有模型均已通过Arelleno-Bond检验和Sargan 检验下同。
（2）分地区维度

区域差异可能会对模型实证结果产生影响。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规律，我们将整体样本地理位置差异划分为东、中、西部样本，并根据前文设定的标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式（4），分别建立回归模型6-8，得到分地区维度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根据表4各地区结果比较可进一步分析：
对于东部地区，从模型6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其与全国维度的检验结果各相关变量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其相关变量的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增长具有累积效应，而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因素的提高能对东部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起正相关影响。另外，产业创新水平和外商投资环境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产业水平的提升和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会对东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起抑制作用。
对于中部地区，从模型7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滞后一期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中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增长具有累积效应，且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对中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高起正相关影响。对外开放水平和产业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219和-0.62，不显著，表明对外开放水平和产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中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高影响作用不明显。外商投资环境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会对会对中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促进起抑制作用。

对西部地区，从模型8的检验结果可以得出，滞后一期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投资环境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西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增长也同样具有累积效应，而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和外商投资环境的提升会对中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高起正相关影响。对外开放水平、产业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928和0.681，且皆不显著，反映出外开放水平和产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中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高影响作用不明显。
综上，除了滞后一期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对各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检验结果与全国维度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且不存在区域差异之外，对外开放、产业创新以及外商投资环境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形成分地区维度检验结果的主要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特征和地方科研机构发展环境所致。从基础科研特征看，因为基础科研拥有资金需求大、研发周风险高，技术难度高，且不以任何盈利为目的等特征，所以要促进地方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效率的提升，首先需要为地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人才、资金、基础科研平台和设施的基础科研供给保障才行，因此，地方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都皆能对各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效率的提高都能起明显促进。从地方科研机构发展环境看，首先，在制度环境层面，1978年后，东部地区率先凭借改革开放的优势，在科研机构的国际交流合作、科研协同攻关、大科学装置建设等方面与国外顶尖的科研机构、大学等创新主体建立了一系列完善的基础科研合作制度，依靠这些制度，东部地区在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攻关上不断取得突破，促进了基础科研成果的不断产出。与之相反的是，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其对外开放的时间和程度较落后于东部地区，所以地方的科研机构与国外创新主体的基础科研合作制度还处于逐步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促进地方科研机构基础科研效率的合作制度，因此中西部地区科研机构的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地方基础科研效率的提升作用还不明显。其次，在产业创新环境层面，由于东部的产业创新水平一向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东部地区受产业链低端锁定效应对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资源的挤压影响也要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企业对地方社会中的创新资源的集聚效应明显弱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创新环境水平的提升对地方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最后，在外商投资环境层面，东中部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而言要明显多于西部地区，但由于东中部地区科研机构自身创新实力较强，与外资科研机构的创新实力差距要比西部要小，容易造成外来资本对东中部地区区域创新效率的边际提升效应产生减弱影响，此外，因为东中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能力本身较强，所以外来资本更容易对东部地区造成市场缩减，造成东中部地区的科研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吸收的外来资本中所存在的一些高风险、低质量的外来资本甚至还会对区域创新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间接造成东部地区外商投资环境的提升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升高起抑制作用。而西部地区虽然其自身吸引外商投资能力不强，并且与外资科研机构的创新实力差距较大，但是外来资本的增加对西部地区区域创新效率的边际提升效应较明显，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进入一方面可以弥补本土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投入不足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当地科研机构的正向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从而促进整个地区基础科研的创新效率。 

表4 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的分地区系统GMM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6)
	(7)
	(8)

	effit-1
	0.368**
	0.224***
	0.143**

	
	（2.82）
	（0.27）
	（3.2）

	peo
	0.548**
	0.182***
	0.716**

	
	(2.33)
	(0.13)
	(3.14)

	gdp
	0.103*
	0.188**
	0.975***

	
	（1.53）
	(0.06)
	(2.34)

	ope
	0.243*
	0.219
	0.928

	
	（1.8）
	（0.31）
	（0.61）

	ind
	-0.034*
	-0.62
	-0.681

	
	（-0.19）
	（-0.79）
	（-1.49）

	fdi
	-0.184*
	-0.183*
	0.051*

	
	（-1.02）
	（-0.27）
	（1.78）

	常数项
	-0.223***
	0.27***
	0.314***

	
	(-0.84)
	(1.22)
	(10.66)

	AR（1）检验值P
	0.014
	0.059
	0.035

	AR（2）检验值P
	0.951
	0.233
	0.512

	Sargan
	0.652
	0.592
	0.343

	样本数N
	99
	72
	108


4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2009-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的方法测度了我国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并在此基础上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了系统GMM模型，对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开展了动态面板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从效率看，从2009-2017年，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总体发展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状，不充分体现在全国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总体水平较低，且呈总体下降的发展趋势，不平衡体现在各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体现为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发展趋势；从影响因素看，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创新、外商投资环境是影响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且各因素对各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地方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的提高会对各个地区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皆会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和产业创新水平的提高虽然会分别对东部地区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起正相关和负相关的影响，但是二者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都不显著；外商投资环境的提高会对东中部地区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起负相关影响，对西部地区起正相关影响。
4.2 政策建议

（1）完善科研机构创新资源投入方式，优化创新人力资本结构

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力争将基础科研创新资源高效、合理地充分利用起来的同时，不断完善科研机构创新资源投入方式，优化创新人力资本结构。首先，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需要在持续加大科研机构基础科研投入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对社会创新资源的引导作用，争取将全社会中优质、充沛的创新资源聚集到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中去，对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地方政府需要精准施策，加强对科研机构的科研管理，对所拥有的创新资源要充分、高效地利用起来，建立相应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保障体制机制，依靠对科研机构的科学治理，完善各省市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投入方式。其次，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依靠自主培育和人才引进策略，不断优化科研机构的创新人力资本结构，在自主培育层面，政府需要持续增强高等教育的各方面投入，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科研机构加强对在研人员深造学习，为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营造良好环境。在人才引进层面，各地区政府需要根据地区科研机构发展需要，科学制定差异化的高层次人才引进策略，为人才做好基础科研持久战提供好充分的物质保障，让其能够安心为地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做贡献。

（2）扩大科研机构学术交流对外开放程度，力促国际交流合作

制定和完善国际科研交流的激励优惠政策，扩大科研机构学术交流的对外开放力度，尤其加强中西部地区科研机构国际交流合作。首先，持续增加海外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加大国际交流会议交流经费支持，激发本土科研人员走向国际交流的科研热情。其次，创新完善外籍科研人员的在科研机构任职的工作保障机制，为优秀的海外高素质人才申请不涉及国家机密的科研计划项目提供更便利的条件，让外国科技人力资源与本土的科技人力资源能够在一起进行科研工作时培育出良好的基础科研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最后，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的基础上，积极为科研机构提供基础科研的国际交流平台，让更多基础科研能力强的本土和海外科研院所参与我国的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争取依托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为本土和海外的科研机构提供可以充分展示和合作的基础科研国际交流平台，以期促进更多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合作诞生，从而实现提升我国本土科研机构基础科研效率的目标。

（3）打破产业链低端锁定，着力提高中西部地区产业创新水平
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要依靠创新产业扶持和激励政策，积极引导有实力的工业企业，将优秀的创新资源投入到基础科研，助力我国工业企业打破产业链低端锁定，为科研机构提高基础科研效率营造良好的产业创新环境。首先，进一步加大创新产业扶持的投入力度，尤其增强中西部地区地方产业创新水平，以期为打通各地区产业的创新链提供制度、财力等创新保障。其次，结合基础科研投入大、风险高、且不以盈利为目的等特征，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产业扶持和激励政策，可以采取设立产业基础科研专项扶持、产业基础科研事前补贴等政策为工业企业探索创新上游提供引导和稳定支持。最后，努力构建工业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协同机制，通过科技中介机构的设置、基础科研知识共享平台的打造等举措，将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中优秀的创新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对接，从而促进基础科研问题的协同攻关。
（4）继续优化各地区外商投资环境，努力完善市场公平竞争体系 

各地区要继续鼓励外资对本土科研机构加大投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准入范围，并严格筛选优秀的外来资本，为优化本土的外商投资环境，维持地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驾护航。对于东中部地区，首先，建立适宜本土科研机构基础科研良好发展的外商投资机制，在加强本土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实力，缩小与国外差距的同时，通过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体制机制，从而激发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能，达到提升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目的。其次，要在持续优化本土外商投资环境的同时，重点关注地方市场公平竞争体系的建设工作，要不断完善外商直接投资标准，争取将优秀的外来资本引入，将低质量的投资挡在门外，为本地区的市场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纪律，保证地方的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健康发展。对于西部地区，要积极争取将外部优秀资本的优势嫁接到促进地方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发展中去，通过对外资的吸引和充分利用，以弥补本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科研投入不足等现实问题，努力缩小与东中部的差距，提升本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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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LI Jianjiang1  FAN Xu2  LI Beili2
(1. Marxism School,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Public Management Institute；Guangzhou 510640)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ountry in China. In view of this, on the basis of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uses the super efficiency DEA method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in 2009-2017, and further studies human capital from two dimensions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regions by taking the evaluation value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combining the GMM model of the system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pening up,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is generally low, and it is decreasing from east to west. In terms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regions, the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s cumulative effect, and the changes of human cap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pening up,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will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basic research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strategi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investment mode of innovative resource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innovative human capital and expanding the degree of academic exchange and opening up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Key words: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y;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super efficiency DEA; System G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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